
 

“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地区

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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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清代四川地区移民文献多把会馆崇祀对象视作移民乡土认同的象征。透过这一集体性心理表象, 可以发现移

民的原乡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移居地“五方杂处” 的格局明确化的, 以原籍为标志的族群身份与对新家乡的认同并不截然

对立, 而是纠缠在一起。“乡神” 一方面被视作移民原乡认同的象征, 另一方面又常被赋予超地域性内涵, 从而容纳了新认同。

这些情况表明, “ 乡神” 崇拜作为移民地域认同的象征既是被“建构” 的, 又可以被一套新的叙述所“解构” 与“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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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是明清时代常见的同乡组织, 遍布通都大邑, 在移民地区尤引人注目。民国《大足县志》说:“ 吾国人民向无团体。

清初移民实川, 于是同籍客民联络醵资, 奉其原籍地方通祀之神, 或名曰庙, 或名曰宫, 或名曰祠, 通称会馆。是为团体之

始” 。① 四川民间团体显然不自清代移民会馆始, 但这段话从侧面反映了会馆在清代四川这样一个“移民社会” (此处只是

概言之, 四川不同地方的情况其实不尽相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清代中叶到民国时期, 会馆已成为四川各地方志中必不可少

的一项记录内容, 即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其中如光绪《广安州志》在谈到当地场镇时云, 其“大者, 祠庙鼎峙, 会馆林立” , 显

然是把会馆视为地方的标志性景观。② 

嘉庆时期, 一位宦游四川的楚人徐陈谟曾云: “天下郡邑之有会馆, 其始皆由同乡共里之人, 或游宦于其地, 或商贩于其

区, 醵金以为公廨, 因得与岁时会议, 有故商筹, 以联桑梓之情, 而使寄寓异地者, 均不致有孤零之叹。其意良厚也。” ③ 身

在异乡为异客, 不论是宦游还是移居, 都不免孤零之感, 而会馆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归属感。这在当时已为人广泛关注, 民

国以来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相关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近年来, 已有学者对于清代四川会馆的名称、分布、修建、日常活动、

财政支持及崇祀对象等基本情况做了梳理。不少研究更注意到,会馆既是移民强烈“原乡感情” (strong sense of place of origin)

的产物, 也增强了这种感情。因此, 它在客观上不利于移民群体的融合。③ 但也有学者指出, 会馆为人们的跨地区流动提供了

方便, 清代四川移民会馆在地方公共管理方面的合作, 特别是对不同原籍的民众关系的协调,也促进了移居地的地方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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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会馆既维续移民原乡情感又参与新社会构建的双重性质, 无疑深化了学界对此问题的认知。不过, 既存研究的注意

力主要还是集中在社会活动方面。事实上, 会馆在时人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同乡联谊组织, 还是同籍移民的信仰组织。民国《富

顺县志》谓:“蜀民多侨籍,久犹怀其故土, 往往醵为公产, 建为庙会, 各祀其乡之神望, 有若其地名宦乡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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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灌

县志》也说:“县多客籍人, 怀故土而会馆以兴。彼各祀其乡之闻人, 使有统摄, 于以坚团结而通情谊, 亦人群之组织也。” ② 

在方志中, 会馆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列入“祠庙” 、“寺观” 、“坛庙” 、“祠祀” 等门类中;其中不少对会馆一般性的联谊

活动并未着墨, 却无一不注意到其崇祀活动。但既存研究对这一在当时社会中备受瞩目的现象反而关注不足。③ 另一方面, 各

种材料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 会馆所祀乃一地的“乡神” 或乡贤, 显然把会馆崇祀对象视作了移民乡土认同的象征。那么, 就

此而言, 人们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地域身份的? 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四川人” , 又如何处理原乡与移居地之间的关系? 这些问

题很难有一标准答案。不过, 透过会馆崇祀这一集体性心理的表象, 我们仍可做一大致的把握。④ 

在社会层面上, 入川移民经过了一个由分到合、由保持强烈的原乡认同到转向新家乡的过程。一般认为, 至迟在嘉道时期, 

这一过程已大致完成。⑤ 不过, 其中有几个概念性的问题仍应进一步区分。首先是移民社会的形成, 其实质即是在移民和土著

的共同努力之下, 四川地区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的过程。其次是移民被其他人认为或自认为“ 当地人” 的一部分, 不妨称

之为“土著化” , 亦即意味着其地域认同的改变。⑥ 这是关系紧密而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几个概念。一般说来, 自移民大规模

入川时起, 一个“移民社会” 就已开始逐步形成了。但这绝非移民融入土著社会的单向流动, 而是移民与土著及不同的移民群

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因此, 移民社会的形成并不意味着移民已经“土著化” , 更不表明大家均已在“有意识” 的层面接受了

“四川人” 这一新身份认同。 

不过, 清初入川移民虽有官方的号召, 大部分却是自愿行为, 因而, 自移民之始, 他们对四川便有着非常强烈的向往。雍

正十一年(1733), 一群广东移民在回乡接家眷来川的过程中,被广东地方官员所阻。他们为此发布了一份告帖, 是反映第一代移

民心态难得的资料, 不妨抄录在此: 

我等来去四川, 至今四十余年, 从无在路生事, 亦无在四川做下犯法事情, 遗累广东官府。近来不知何故, 官府要把绝我

等生路, 不许前去。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拦阻, 不容我等行走。思得我等若人少, 他们必不肯放, 我们亦不敢同他们争执。但

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 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 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⑦ 

四川“田土易种” , 给了他们谋生立业的希望, 使得他们生活与向往的重心完全转向了四川(然尚未达到确立“四川人” 认

同的地步)。 

                                                        
① 民国《富顺县志》卷 4 《庙坛》, 第 78 页 a 。 

② 民国《灌县志》卷 16 《礼俗纪》, 第 2 页 a 。 

③ 学界对于会馆的性质做过不少争论, 相当一部分人强调会馆主要是商业组织。如罗威廉(WilliamRow e) 就曾经以 1920 

年修《夏口县志》的记载为例, 列表说明 1889 年以前汉口同乡会建立的目的。其中, 族群目的被提到 6 次, 商业目

的提到 16 次, 其他(议事、实业、慈善事业) 被提到 5 次。在“ 族群” 目的中, 维护乡情被提到 2 次, 维持本籍

被提到 3 次, 祭祀故乡的神被提到 1 次。据此, 他认为, “ 这种合法的同乡会性质的机构很多带有某种神圣的信仰

色彩。但可以确定, 事实上他们的主要目标仍是商业。” (见氏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 1889)》, 

江溶、鲁西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318— 319 页) 事实上, 会馆毋宁是一个具有综合性功能

的组织, 既然已经注意到它的信仰色彩, 又强调其“ 主要目标仍是商业” , 恐怕不得不说有一点先入为主之见。再

者, 会馆碑文中的表述固然是认知其建立目标的一个基本依据, 但未被提及者并不意味着其不存在, 尤其不能把碑文

作者的言论视为会馆“ 会员” 公意的表达。不过, 罗氏所发现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汉口会馆大部分系由商人建

立的现象有关, 与本文关注者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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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重视的是寺庙活动的“ 节日化” 倾向在其中的作用, 主要仍是对城市中公共生活的关注。见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 f e , 1400-1900 , Be rkeley :Univer sity o fCalifo rnia Press, 2000 , pp .171-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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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移民本有但未必很深的原乡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移居地“ 五方杂处” 的语境而明确化的, 其内涵与意义已

与在原籍语境中大不相同。换言之, 移民原乡意识的培养与具体表现均离不开“移民社会” 的大环境, 而后者又同时制约并悄

然改变着前者。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去考察“乡土意识” 、“地方观念” , 是无法深入其中的。进一步, 从理论上说, 

随着代际更替, 移民后裔对四川的认同至少会在潜意识中渐渐深化。然而, 通常被认为移民族群区分标志的会馆则在社会公共

生活中日趋活跃。这一现象并不表明移民后裔对原乡认同越来越强了, 而更多地意味着以原籍为标志的族群身份与对四川的新

认同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关系。陈世松先生已注意到, 直到道光七年(1827), “在某些地方, 在一部分移民头脑中, 省籍意识依

然较为突出” 。信然。唯陈先生似认为移民的“土著化” 与其“省籍意识” 是互不兼容的, 故云:“移民社会之完全融入土

著社会, 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才能完成” 。
3
① 但事实上, 移民的土著化与其原籍意识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而是极

为复杂的。 

移民接受“四川人” 认同的过程是牵涉面极广的问题。对于不同地区乃至具体的个人(包括叙述者和记录者)来说, 其确立

时间和程度均有很大差异。这是一个牵涉更广的问题, 非本文所能细述。不过, 大多数移民后裔自认为已经成为一个“四川人” 

(但并不意味着已完全放弃了原乡身份), 恐怕已到清季民国时期了。本文无意对此做面面俱到的考察, 只是希望通过对会馆崇

祀这一特定现象的考察, 讨论移民在走向“四川人” 过程中围绕着地域认同问题展开的思索与论辩。 

文中材料大抵出自清代中叶到民国时期四川各地的方志, 有些内容出自编者或目睹或耳闻的记录, 有些则是编者搜罗汇集

的地方文献。众所周知, 方志是了解中国传统地方社会的基本资料, 而清代四川方志在保存移民社会的史料之外, 自身亦是四

川移民社会形成过程的一部分。经过明末战乱, 四川社会遭到极大破坏, 文献亦凋零殆尽。随着清初移民的到来, 经济逐渐恢

复, 社会日趋繁荣, 方志编纂也被提上地方公共事务的日程。在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四川地方志中, 按照其最早编纂时间排序(续

修者未列入统计), 雍正时期有3 部, 康熙时期有21 部, 乾隆时期有41 部(其中有37 部是在乾隆十年[ 1745] 以后修纂的), 

嘉庆时期有43 部, 道光时期有20 部, 咸丰时期有7 部, 同治时期有4 部, 光绪时期有18 部(主要系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志书)。

② 显然, 到了乾嘉时期, 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方志编纂工作, 表明此时社会的恢复工作已大体完成。 

同时, 地方志亦在四川认同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每一部方志均有“沿革” 一部, 主要是对该地历代行政区划变迁的

勾勒, “名宦” 等目则多涉及地方历史名人的记载, 而“五方杂处” 的格局更是大多数地方志中“风俗” 一目的切入点。这

些描述忽略了自秦以降四川地区数次大规模移民事件有可能造成的地方历史的“断裂性” , 而创造出一部“一以贯之” 的四

川史。③虽然其主要读者仍是官员和地方读书人, 很难说对普通移民产生了多少影响, 但它无疑代表了士大夫阶层建构统一的

四川意识的努力, 并有助于推动“四川人” 认同在读书人阶层中的普及。 

需要说明的是, 首先, 地方志的实际编纂工作多由地方士人承担。比起下层民众, 这些理论上应“以天下为己任” 的读书

人相对更能“ 超越” 地域性群体的局限(然具体到个人实未见得)。因此, 他们的言论恐怕未必准确地反映大多数移民在此问

题上的看法, 本文所述并不代表当时的“草根心态” 。其次, 不管是明确的言论还是行为背后的“象征” , 这里的引述都未

必是会馆“会员” 的共同认知, 主要代表的还是相关事业的操办者和“发言人” 及其支持人的态度。唯为了表述方便, 在文

中不一一指明。第三, 文中所引材料以清代为主, 亦时兼顾民国, 因为此类社会文化现象和心态的延续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

其他方面的变革(当然也有很大变化)。不过, 作为史料, 地方志描述往往不够具体, 不少材料缺乏明确的语境说明, 给使用者

造成了一定的麻烦。本文希望尽可能将材料放入确切的时空背景下, 以期深入理解各种言论背后的实际指向。 

一、从“原籍通祀之神” 到“乡神” 

在清代四川, 湖广会馆多称禹王宫, 主祀大禹;广东会馆称南华宫, 主祀六祖慧能;陕西会馆多称武圣宫, 主祀关羽;福建

                                                        
① 陈世松:《大迁徙:“ 湖广填四川” 历史解读》, 第 566 页。 

② 根据倪晶莹主编《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统计。该馆已收录了目前

所能看到的大部分清代四川方志, 故此处数据虽不能代表整个清代四川地方志的编纂情形,至少表明了大体状况。 

③ 此问题尚待展开, 容另文为之。 



 

会馆通称天后宫或天上宫, 主祀天后(妈祖);江西会馆或称许真君庙, 主祀许逊(许真君), 或称萧公祠, 主祀萧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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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

认为, 移民会馆“各从其籍而祀之” , 所祀均为“桑梓大神” , 故有人径称会馆为某籍移民之“福神祠” 或“家庙” , 有

的则将其与宗庙一同列入“私祀” 之列。② 民国《南充县志》并在会馆与佛、道二教庙宇之间做出明确区分:“清初各省客户

移来填蜀者, 暨本省遗民, 互以乡谊连合建庙, 祀其故地名神, 以资会合者, 称为会馆。” 至于“其不分畛域, 万姓集资建庙, 

杂供诸神, 为释道两教分驰之” 。③ 作为在时空两方面均为近距离的观察, 这些记录极具参考价值。而它们无疑将会馆祀神

视为移民划分“畛域” 的象征。 

今日已很难找到足够详尽的资料讨论四川大量会馆在清代出现时的情况了, 但其活跃程度的变化则可从方志的记载中略知

一二。嘉庆《井研县志》在列出当地的江西、陕西、广东、湖广、福建五省会馆后说:“右五省会馆旧志无一焉。意其时商贩来

集, 未若今日之盛。抑亦略有数椽, 不足以壮观瞻, 而姑从其略欤? 今备载之, 以著商贾辐辏, 亦升平富庶之征也。” ④ 从

文中看, 井研五省会馆似均为商人所创, 与一般移民会馆不尽相同。不过, 其对会馆发展情况的描述, 也适合于一般的移民会

馆。方志对会馆开始大量著录, 多数始于嘉庆时期。恐怕正如《井研县志》所推测的, 此前移民人数较少, 资金不裕, 且大抵

仍在奋斗阶段, 会馆也未成为一地的标志性景观。到了嘉庆时期, 移民入川已历百年, 生活安定, 社会呈现“升平富庶” 之相,

会馆的规模和活动都较前更盛, 且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 乃成为一地不可忽视的社会景观, 而进入地方志编纂者的视野。不过, 

此时仍远未到会馆的兴盛之时。在什邡, 会馆是在道咸时期才得到快速发展的:“ 清康雍乾嘉时代, 各省人来什者, 先后建设

会馆, 增修寺观, 创立神会„ „迄道咸同光时庙产益富, 神会愈多, 至光绪中为极盛。” ⑤ 而在会馆已明显呈现衰落态势的

民国时期, 仅大足一地就有移民会馆百余所。⑥ 

将这些记录与前述一些学者注意到的移民社会形成的过程相比对, 表明嘉道年间在四川移民史上确实是一重要时期, 但也

提出了新问题。一般说来, 随着移民的代际更替, 其后代对于原乡的情感也会逐渐淡化, 对移居地的认同度则会增加。然而, 会

馆活动的兴盛期并不在一般说来原乡意识最为浓厚的第一、二代移民生活的时期, 相反, 随着移民后裔“土著化” 程度的增加, 

其活跃程度反有提升之势。显然, 移民融入“新家乡” 的趋势与他们对于原乡认同的维持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实际上, 地域认同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变量” , 其方向与强度均会随着具体的人事、地点有所变异。一位游宦达县的楚

人易崇阶曾云, 人的原乡意识是在异乡得到强化的, 在故土并无此明确的需要, 反而可能因距离过近造成各种直接利益的冲突, 

出现“畛域” 之分:“夫人同居里闬, 即至亲骨肉, 日与聚处, 而不知其乐。一旦远适他方, 举不知谁何氏之人, 一闻其土音

是操, 遂不觉情投意洽, 有出于不自知者, 其即古人里号新丰、社立枌榆之遗意耶?” 有了会馆, 则可使移民忽视其内部差别, 

凝为一个整体:“每届春秋令节, 乡人少长咸集, 泯南北之畛域, 叙水木之本源, 并回思缔造艰难, 务期有基勿坏。” ⑦ 这是

身历其境之言, 亲切有味。 

会馆崇祀也须放在同样的思路下加以考察。移民背井离乡, 多出自生活的压力, 或怀抱着致富的梦想。但是, 经过明末清

初的历次战争, 四川已经残破不堪。自然环境的恶劣, 给移民带来了沉重的生活压力。涉及此一时期移民生活状况的一些文献

(主要是各地县志的人物传记)中, 常常出现“艰难创业” 、“备历风霜” 、“民常多病” 一类的文字, 便是这一情形的反映。

移民潮的出现, 也在土客之间、客客之间造成了大量的矛盾。因此, 如何保护自己就成为移民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此外, 初

到异乡, 不免有难以排遣的孤独寂寞之感和思乡之情, 这一问题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不容忽视。民国《西昌县志》云:“原夫间关

万里, 邑聚一方。或动祀典之思, 或兴枌榆之念, 势宏力厚, 则广厦而细旃;地僻孤村, 亦数椽而小筑。或春秋隆祈报, 或风雨

                                                        
① 更详细的信息请参见蓝勇:《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 《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② 民国《新繁县志》卷 4 《礼俗》, 第 24 页 b ;乾隆《威远县志》卷 1 《建置》, 第 72 页 a 、b ;民国《重

修什邡县志》卷 7 之下《礼俗· 寺观》, 第 13 页 a — 第 15 页 a 。民国《新都县志》第 3 编《礼俗· 享

祀》云:“ 凡一地一姓人所祀者, 曰私祀, 如会馆, 是也。” (第 12 页 a) 

③ 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 5 《舆地志· 祠》, 第 15 页 b、16 页 a 。 

④ 嘉庆《井研县志》卷之 9 《方外志》, 第 5 页 a 。 

⑤ 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 7 之下《礼俗· 神会兴废》, 第 1 页 a 。 

⑥ 民国《大足县志》卷 3 《政事上· 建设》, 第 54 页 b。 

⑦ 易崇阶:《重建禹王宫序》, 民国《达县志》卷 10 《礼俗门· 庙祠》, 第 24 页 a 。 



 

话乡邦。” 
5
① 在这种情况下, 其原籍“通祀之神” 作为集“福佑” 与“故乡” 于一体的象征,提供了一个相对熟悉的场景, 

自然受到移民垂青。换言之, 会馆祀神恐怕最初只是一种习惯性的选择。但在移民社会的语境下, 某一神祇既已和某一特定人

群联系在一起, 也便从原籍“通祀之神” 转变为一籍之“乡神” 。② 

一般说来, 第三代以下的移民对原籍已无直接经验, 仅仅通过口耳相传的故土记忆, 显然难以为原乡情感提供持久动力。

不过, 会馆定期组织的祀神活动却可以周期性地唤醒他们的“本源” 意识, 而“五方杂处” 的局面也为不同的移民或土著群

体提供了互相参照并进而明确彼此区分的可能。但是, 这种“原乡意识”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仍具有“故土” 的内涵, 其实很

值得怀疑。它的存在恐怕更多地依赖于和其他移民族群的区分, 而不是对故乡的真切怀念, 因而与其说这代表了一种“原乡认

同” , 毋宁说它更多的是在“新家乡” 产生的一种身份意识。就此而言, “乡神” 崇拜既维持了移民的原乡认同, 也成为移

居地社会建构的一部分。这实际上又意味着作为“移民” 和作为“四川人” 的身份并不矛盾, 二者可以并存。 

其实, “家乡” 也是处于变动中的概念, 在不同语境中, 其所指是不同的。一般说来, 移民都是以省份为单位建立会馆的。

但是, 在移民较少的地区, 常有数省移民联合享有同一会馆的现象。其中, 山西、陕西两省客民合作的情况比较突出。如茂州

秦晋香院便是乾隆初年陕西和山西人联合设立的一座会馆。乾隆二十五年, 陕西移民另设陕西馆;道光八年, 山西移民另建山西

新馆。③ 在秦晋香院时代, 山、陕移民显然因地缘相近, 而有着一个广义的家乡认同。类似现象还有潼南县的四川会馆惠民宫, 

祀李冰, “土著人及云贵来者祀之。” ④ 铜梁县的贵州移民会馆黔阳宫则设在当地四川会馆川主庙的东厢, 贵州客民几次谋

求另建新馆, 均因各种原因没有成功。⑤ 在这些例子里, 云、贵、川显然被视为一个相对的整体, 而川主(李冰)成为一个区域

性认同的表象。 

在达县的申滩场, 有一座雍正年间创建的五圣宫, “中奉禹王、关帝、文昌、桓侯、王爷暨诸神像, 为阖境士民、各省客

商岁时致祭报祈饮福之所” 。⑥ 禹王是较为典型的湖广会馆祀神;关帝崇拜较为广泛, 而山陕会馆多以之为主神;文昌虽也有

被当作四川的地方神来崇拜的, 但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一全国性的信仰。其他如桓侯、王爷信仰的资料不详。由此“五圣” 的组

成看, 很难被视为某籍“家庙” , 但内中又若隐若现出几分地域性的色彩。考虑到雍正年间移民活动刚刚开始, 达县所处的川

东地区又恰是移民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 因此, 或可将之视为各省人民的“公共会馆” 。在这一时期, 由于四川相对地广人稀, 

各省人之间的矛盾似不如后来那样激烈, 家乡区别亦不突出。 

此外, 在不少地方, 省籍会馆和联合会馆是并存的。如, 峨边有三省宫一处, “即楚蜀江西三省会馆” ;另有楚蜀宫三处、

万寿宫三处、禹王宫两处、南华宫一处。⑦ 万源四区(按照民国区划)就有陕西会馆、帝主宫、禹王宫等会馆。而陕西馆又称三

省会馆。⑧ 盖三省会馆系旧称,陕西馆为后改;或以陕西馆为主, 余二省会馆为附, 具体情形不得而知。西昌有“五省庙” 十

四所、“九省庙” 一所, 详情不知, 当亦是各省移民公共崇祀之处。⑨ 由于材料不足, 很难判断在上述情况中, 联合会馆和

省籍会馆的建立孰先孰后。不过, 如黔阳宫和秦晋香院的事例表明,联合会馆往往只是移民较少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一旦时机成

熟, 某籍移民及其后裔增多, 则有可能另立会馆。这也是和前边提到的会馆在清代日益活跃的趋势相吻合的。 

由于“近水楼台” , 湖广人在清代来川移民中较占多数。湖广人的称呼和明代一直到清初的行政区划设置有关。康熙三年

                                                        
① 民国《西昌县志》卷 6 《祠祀志》, 第 17 页 a 。 

② 程美宝在讨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广东文化状况的文章中也注意到, 不少被认为“ 地域” 性的文化现象之地域标签

是在异乡的环境中被强化的, 见氏著:《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 

《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③ 道光《茂州志》卷 2 《祠祀志· 寺观》, 第 27 页 a、b 。 

④ 民国《潼南县志》卷 1 《舆地》, 第 48 页 b 。 

⑤ 光绪《铜梁县志》卷 2 《建置志· 坛庙》, 第 16 页 b。 

⑥ 谭宗龄:《重修五圣宫碑记》, 民国《达县志》卷 10 《礼俗门· 寺观》, 第 53 页 a 。 

⑦ 民国《峨边县志》卷 2 《建置志》, 第 14 页 a 。 

⑧ 民国《万源县志》卷 2 《营建门· 祠庙》, 第 23 页 b。 

⑨ 民国《西昌县志》卷 6 《祠祀志》, 第 11 页 b — 16 页 b。 



 

(1664), 湖广省内分设布政使司, 雍正二年正式分为湖北、湖南二省。不过, 即使在此后入川者, 也多被认为是“湖广人” 。

也就是说, 人们的地域认同虽然一般和行政区划有关, 但由于“传统” 的影响, 广义的楚人认同并未因朝廷对行政区划的调整

而发生大的改变。然而, “湖广” 移民太多, 此名到底涵盖范围过大, 而不少楚人恐怕正是放弃了其“原籍地方通祀之神” , 

才集合到禹王信仰之下的。但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其他选择的可能。在有些地区, 楚人常以州县为单位组织自己的会馆。比如, 在

新宁就有黄州人的护国祠和帝主宫、常德人的禹王宫、澧州人的太和宫、衡州人的寿佛宫、荆州人的忠义宫等。县志云: “邑

多楚人, 各别其郡, 私其神, 以祠庙分籍贯, 故_______建置相望„ „惟关庙、文昌宫则公祀之, 亦各镇皆有。其楚籍永州人

祠祀濂溪周子, 城内无;长沙人祠祀禹王, 仅见于乡镇。从宜从俗, 相袭既久, 蜀州县亦大抵皆然也。” 
6
① 由于籍贯细分, 新

宁楚人的会馆崇祀情况也和一般所见有异。对禹王的祭祀仅仅成为常德和(在乡镇之)长沙移民的行为, “祭祀圈” 明显缩小, 其

他诸神亦无法获得全体楚人的认同。作为“公祀” 的关羽与文昌崇拜, 又并非楚人特色。因此, 新宁县的楚地客民实际上已缺

乏一个共同的湖广认同了。 

与一般认为的不同移民族群在社会交往中由分到合的趋势不同, 这一事例反而表现出一种由合到分的趋向。这一趋势的出

现, 部分原因是由于定居已久, 外部的“威胁” 减弱, 移民群体内部因各种客观上的差异和人事上的矛盾而产生分裂的危险。

成都府简州镇子场江西客民有一文昌会, 其“创业之初, 阖省乡翁联为一体, 无不井井有条, 尽美尽善” 。然而, 随着后来“人

众事繁, 累讼不休, 以至焚献几绝, 无从措理” 。同治时期, 该会分为仁、义两号, “以便好义者则归义, 好仁者则归仁, 各

经各界, 毋得侵争” 。在为此事而做的碑文中, 作者不无感慨地说:“国贵于合, 不贵于分;而人之众也, 则贵于分, 不贵于合。” 

② 盖有为之言也。实际上, “人众而分” 这一现象正和原乡社会中人们各分畛域的状况有类似之处, 表明移居地已在移民的

心目中由“异乡” 向“家乡” 转化。 

分裂与融合看起来是一对矛盾, 其实并不冲突, 而是发生在不同层面上的事情。就总的趋势看来, 随着移民彼此之间的交

流日益密切, “五方杂处” 的状况逐步形成, 他们的“原乡认同” 势必会淡化。但要在此社会中立足, 在其他移民群体并未

放弃原乡认同的情况下, 即使从竞争的立场上考虑, 至少也应该保留作为“ 五方” 之一“ 方” 的地位。同时, 在移民社会

中,“初逢问原籍” 已成为过场之一, 在当时以至民国时期大量的四川人物传记资料中, 对原籍的介绍亦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这表明在日益频繁的社会交往中, 不同的族群区别仍可继续维持。然而这并不妨碍族群的融合。学者常常引用的一首写于嘉庆

八年(1803)的竹枝词云:“大姨嫁陕二姨苏, 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 现无十世老成都。” ③ 这首诗既反映了移民

对原籍的维持, 又反映出不同移民群体逐渐“一体化” 的情况。诗中云“现无十世老成都” , 言下之意是大量移民后裔在那

一时期已经被视为“成都人” 。在此语境中, 陕、苏、赣、湖这样的“原籍” 标记实际上已主要成为不同移民群体在“新家

乡” 的身份标志, 与真正的“故乡” 倒无多少实质性关联了。 

移民群体在融合中维持原籍身份的现象, 在会馆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中也有体现, 此处仅以公共仪式和庆典活动对此略

加说明。作为各地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会馆的酬神赛会在地方志中多有记录。在大邑县, “季春初三日为媒神圣母

降诞、真武帝降诞, 楚人会馆真武宫集梨园庆祝, 城北圣母殿亦如之, 观者如堵„„孟夏朔日为江西会馆萧公钦启王降诞, 豫

章客民演传奇, 介神庥, 聚观多人„„仲夏十三日为关圣大帝降诞, 秦晋会馆工歌庆祝„„仲秋朔为江西会馆许真君降诞, 亦

演剧庆贺, 多聚观者„„季秋九日为重阳节, 真武成道, 楚人集会馆演戏” 。④ 在广安, 正月十三禹王会, 湖广馆演戏;三月

十五系帝主降诞, 黄州馆赛会演戏;四月初一, “江西馆向有迎萧公之会, 备极观瞻” ;八月初一, 许真君诞辰, 万寿宫演戏。

⑤在犍为, 正月十三有湖广会馆组织的禹王会, 六月二十三有四川会馆川主庙组织的纪念川主诞辰活动, 二月初八有广东会馆

南华宫组织的六祖会, 三月二十三有福建会馆的天后会等。⑥ 会馆赛会主要是为了报答酬谢“ 乡神” 护佑, 参与者均是同籍

                                                        
① 同治《新宁县志》卷 2 《祠庙》, 第 16 页 b — 17 页 a 。 

② 《重建东文昌碑》。碑文系孙晓芬女士抄录, 此处转引自孙晓芬:《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431 页。原文标点稍有错讹, 本文已改正。 

③ 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 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第 44 页。 

④ 乾隆《大邑县志》卷 3 《风俗》, 第 26 页 a — 28 页 b 。 

⑤ 光绪《广安州志》卷 11 《方物志· 风俗》, 第 7 页 a 、8 页 b 、11 页 b 。 

⑥ 《犍为县各省人民集会一览表》, 民国《犍为县志》卷 2 《居民》, 第 51 页 b— 52 页 a 。 



 

人士, 但外籍人也多以聚观的形式参与其中。同时, 由于各会馆均有自己的酬神日期, 无形中使其具有了族群竞争的意味。比

如,在成都的各大会馆中, 陕西会馆以戏剧知名:“会馆虽多数陕西, 秦腔梆子响高底” ;黄州会馆的元宵灯则最受称赞: “元

宵处处耍龙灯, 舞爪张牙却也能。鞭炮连声灯烛亮, 黄州会馆果堪称。” 
7
① 一个地方的娱乐活动常常此起彼伏, 构成当地公

共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各会馆除了有自己的会期外, 还共同承担组织地方公共宗教仪式活动。在德阳, “立春先一日, 迎春东郊。五省会馆各醵

钱, 扮故事一台, 名曰社伙„„各官行礼毕, 入城时, 五省首事设春酒春盘于道旁, 官过时各举觞上寿, 迄游行通衢乃归。”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 “城隍出北郊赏孤。六省会馆各雇浮屠, 设盂兰会, 扮铁围城、血河诸像, 使礼佛者合掌唱佛偈绕行其中,

谓之破血河铁城。” ② 在彭山, 每年的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亦由“各会馆皆召术士为会, 以荐乡人之先亡者” 。③ 如果说在

各会馆不同的神诞日活动中, 不同的移民群体得以区分开来, 那么, 这种超越了地域限制而通行于全国的活动则更多地提供了

族群合作的可能。不过, 在共同参与的同时, 各省会馆仍有其独立的一面, 如社火各出一台、浮屠各雇等情况, 都标志着不同

群体在社会地位上的“平起平坐” 。这表明以原籍为单位组成的会馆, 实际上已参与到对“ 新家乡” 的社会塑造中, 并构成

其中的一个部分。 

概言之, 在移民社会中, “乡土认同” 是一个重要的也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考察对象:一个人的原乡意识是通过与异乡的

对比而明确化的, 但“乡关” 何所指, 又常常随具体语境而不同。在维持原乡认同的同时, “新家乡” 也逐步成为客民实际

生活的一部分, 并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活场景。而会馆虽多被认为维续原乡认同的组织, 但同时也在努力参与着移居地公共生

活的建构。至少对于第三代以下的移民来说, 主要仅仅存在于想象中的“原乡” , 恐怕已很难与对“新家乡” 的实际认同相

抗衡, 尽管后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许还处在“潜意识” 的状态。 

二、“一隅” 通“天下” 

会馆崇祀某一神祇, 主要是承继了移民原籍的信仰习惯。从理论上讲, “乡神” 与其奉祀者之间的关联并非“排他性” 的。

美国学者沃森曾注意到, 在中国, 同一神祇“对不同的人代表的内涵不同” 。④ “乡神” 亦是如此。作为一个向不同诠释开

放的符号, 他们一方面被视作移民原乡认同的象征, 另一方面又常常被赋予一些超地域性的内涵, 从而使其作为原乡象征的形

象变得模糊起来, 并因此突破狭隘的移民族群界限, 以容纳新的认同可能。 

从形象来源上看, 会馆祀神大致可分两类。一类如禹王、关羽, 乃至禅宗六祖慧能等, 本属全国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或得

到了后者的广泛认可, 地方色彩相对淡薄。另一类则如天后、许逊、萧公等, 系由地方性神灵发展而来, 虽已列入国家祀典, 地

域色彩仍相对较强。⑤ 从籍贯上看, 山西会馆崇祀关羽, 福建会馆崇祀天后, 广东会馆崇祀惠能, 江西会馆崇祀许逊和萧公,

均是同乡关系;而湖广会馆崇祀禹王, 则明显不属此类。这就意味着, “乡神” 并不一定是“其乡所产之神” 。不过, 这一点

在清代似已为人误解。嘉庆十八年出任丰都县令的楚人方宗敬注意到:“历代古圣先贤, 其用功在社稷, 泽被生民者, 莫不犁然

载在祀典, 而禹庙独未经官建。惟吾楚宦游贸易于外者, 自京师及各直省州县, 其会馆皆立禹庙, 亦莫考其由来。” ⑥ 嘉庆

                                                        
① 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 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 第 60 、62 页。 

② 同治《德阳县志》卷 18 《风俗》, 第 13 页 b —14 页 a 、19 页 a 。 

③ 民国《重修彭山县志》卷 2 《民俗篇一》, 第 6 页 a 。 

④ 詹姆斯· 沃森(James L .Watson): 《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 —1960 年)》, 韦思谛

(Stephen C .Ave rill) 编:《中国大众宗教》, 陈仲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第 83 页。 

⑤ 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将天后、关帝、梓潼等列为“ 不属于或基本上不属于地方性的全国闻名的神祇” , 以与在一定地域内

受到信仰的“ 土神” 相区别。(见氏著:《近世江南海神李王考》, 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6 辑, 台北: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1997 年, 第 217 页) 这一区分是从“ 知名度” 的角度做出的, 恐怕忽视了天后信仰仍

主要局限于沿海地区或沿海移民之中的事实。同样, 除了“ 土地神” 是有相对固定的地区限制的, 其他的“ 土神” 信

仰依然可以随着移民走向全国。就此而言, 韩森(Va lerie Hansen) 区分限于一个地区的“地方性祠祀” 与“ 向各地扩

展” 的“区域性祠祀” 的做法是有意义的。见氏著:《变迁之神——— 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 包伟民译, 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 126 页。 

⑥ 方宗敬:《重修禹王宫碑记》, 民国《重修丰都县志》第 12 册卷 11 《艺文· 文》, 第 5 页 b 。 



 

十九年,宣汉县令徐陈谟说:“予尝观天下各郡国之会馆, 皆祀其乡所产之神, 而独楚人之建馆于蜀, 则特奉神禹之像, 而因称

之曰禹王宫。询之楚民之居于川者, 皆莫识其所自。” 
8
① 约在道光二十三年, 城口厅修溪坝一位士人洪锡畴亦表达了同样的

困惑:当地各省会馆“皆各以其乡之神而祀之” 。然“考《蜀志》, 禹生于蜀之石纽村。茂州则有大禹庙, 锦城则有神禹坊, 未

闻以会馆称也。而独以为湖广馆者, 及问之楚人, 亦皆莫识其所自” 。② 

徐陈谟和洪锡畴等人之所以产生困惑, 正是由于他们将“ 乡神” 理解为“其乡所产之神” 。大禹乃上古圣王, 籍贯虽有

数说, 而均与楚地无关, 显然不合乎这一定义。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证成禹王与楚地的特殊渊源。徐陈谟认为, 这主要是

因为楚人来川尤其得力于大禹治水之功:“东南之水, 莫大于江, 其次莫如汉, 而皆发源于蜀。” 江、汉均流经楚境。“楚人

之入蜀者, 必由二水泝流而上, 所历如巫峡、滟滪诸处, 皆怪石隐见, 惊涛怒浪, 为舟楫危险之地,而楚人之往来商贩, 悉如履

坦途, 以致货累巨万, 家裕千金, 均若不知有蜀道之难。其士大夫之游宦于其地者, 亦觉布帆之无恙, 藉非赖有大禹疏凿之功, 

曷克臻此? 则以思明德之留贻,而群钦而奉之, 未必非楚人之微意也。” 虽然“江汉之利不独荆楚” , 但“自楚而上, 江汉之

奔趋, 其险独甚。自楚而下, 江汉之朝宗, 非值风雨连朝, 则风帆直指, 几不知有波涛之惊, 故虽赖有禹功, 而亦若忘帝力于

何有, 则又安得以此为疑哉?” ③ 

洪锡畴的观点乃至文字均有与徐陈谟雷同之处, 兹不引述。这一说法成立的前提是, 只有来蜀地的楚人才崇祀大禹。但是, 

如方宗敬的观察, 这其实是全国各地湖广会馆通行的现象。因而, 徐、洪二氏的解说并不成功。不过, 从“ 水” 上做文章, 却

是大部分论者的共同思路。筠连县教谕杨学述说:“昔者禹抑洪水, 江汉为大。江与汉皆源于蜀而达于楚。江汉不治, 则荆与襄

先为巨浸, 而徐扬无论矣。故治水之功莫大于江汉, 思禹之德莫甚于楚人。” ④ 咸丰时期担任渠县县令的楚人王蔺三亦说:“南

条之水, 江汉为大” , 江汉皆发于蜀。“江汉不治, 荆岳汉沔民其鱼乎! 则治水之功, 被于全楚者甚大。楚人之祀禹庙, 其以

是欤?” ⑤ 同治《珙县志》在“禹王庙” 条下注云:“城内湖广会馆, 以禹初生于蜀, 而其后又道江、导黑水于此地也。” ⑥ 

民国《巴县志》和《荣县志》均在“禹王庙” 条下指出, “两湖(或湖广)者, 水汇也” 。⑦ 20 世纪30 年代, 川人罗念生追

叙自己由上海溯江而上回川的历程时还说:三峡水流湍急, 山势险峻, 而“两岸万仞石崖斧劈一般的陡, 相传是禹王治水的神

功” 。⑧ 可知这一观念流传之广。 

上述解说均强调楚人乃是大禹治水最大受益者, 实际上是先认可大禹乃湖广乡神, 再来找理由, 而其本身也是将禹王加以

“楚神化” 过程的一部分。但宣汉一位士人邓师柳则不同意这一思路。他指出:“禹生石纽, 蜀人也, 祠庙遍蜀中, 而祀之者

皆楚人, 或疑与各省会馆各祀其乡之贤之义未协。” 不过, 类似现象在其他省籍会馆中也可看到, 并非楚馆特例。比如, 四川

会馆所祀川主、文昌就并非川人。进一步, 乡人祀乡贤之说也根本不合儒家大义。盖“先王之制祭祀也, 凡以有功烈于民耳, 非

以私其乡也” 。就此而言, “禹敷土地平天成, 万世永赖, 凡戴高履厚者, 世世宜祀也。” 事实上, 浙江、江苏、河南等处

皆有禹庙, “虽不与祭告” , 仍“饬地方官春秋致祭” 。可知禹王绝非楚人“私有财产” 。且在重修时, “巴之籍于楚与不

籍于楚者, 罔不乐襄” , 更证实了这一点。按邓文是专门为宣汉重建的禹王庙所作的, 故他特意指出, 该庙修成后, “其福庇

将不惟楚之人也。” ⑨ 

邓师柳是否楚地移民后裔, 资料不详。不过, 宣汉禹王宫重修于嘉庆时期, 正是移民社会已基本成熟之时。他明确表示禹

王“福庇将不惟楚之人” , 大约即有此背景。显然, 邓氏不唯不认可禹王宫乃是湖广人的私产, 甚至根本否定了“会馆各祀其

乡之贤” 的通例。大概当时大多数人已将会馆祀神理解为“其乡所产之神” , 故使他感到有澄清的必要。盖大禹治水, 功在

                                                        
① 徐陈谟:《重修禹王宫碑记》, 民国《宣汉县志》卷 3 《祠祀》, 第 30 页 a 。 

② 洪锡畴:《禹王宫碑记》, 道光《城口厅志》卷 20 《艺文》, 第 86 页 b —87 页 a 。 

③ 徐陈谟:《重修禹王宫碑记》, 第 30 页 a — 31 页 b。 

④ 杨学述:《重修禹王宫后殿两廊乐楼缭墙序》, 同治《筠连县志》卷 14 《艺文· 序》, 第 13 页 b 。 

⑤ 王蔺三:《琅琊场补修禹庙碑记》, 民国《渠县志》卷 12 《文征志八上》, 第 69 页 a 。 

⑥ 同治《珙县志》卷 2 《坛庙》, 光绪九年增刻本, 第 7 页 a 。 

⑦ 民国《巴县志》卷 5 《礼俗》, 第 16 页 b ;民国《荣县志》卷 11 《社祀》, 第 6 页 a 。 

⑧ 罗念生:《芙蓉城》, 《罗念生全集》第 9 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212 页。 

⑨ 邓师柳:《重修禹王宫碑记》, 民国《宣汉县志》卷 3 《祠祀》, 第 31 页 b — 33 页 a 。 



 

天下, 当然不能仅仅视禹王宫为楚人“家庙” 。但这样一来, 大禹实际上也已不再是湖广的地域认同象征了。比较而言, 徐、

洪、杨诸氏感到困惑的只是禹王何以成为楚人的地方神这一问题,并未否定乡人祀乡神(乡贤)之义。不过, 他们的论述重点均放

在对大禹功烈的描述上。按照这一思路, 祀神的主要意义在于崇德报功, 凡有益于民者, 均有被人崇祀的资格。事实上, 王蔺

三虽专门撰文讨论大禹与楚地的特殊渊源, 且自承常谒楚庙, “隆祀典亦以敦梓谊也” , 但也指出:“夫夏王之明德远矣。平

成之功, 九州攸同, 万世永赖, 天下后世皆当祀之, 独蜀人乎哉, 独蜀人之籍楚者哉!” 
9
① “乡神” 为一乡的人们共同崇奉, 

但绝不排他;它具有地域性, 同时又能够超出地域限制。 

大禹作为一个全国性人物, 却被视为楚地乡神。二者之间存在着的逻辑紧张引发了这场讨论。但即使更具乡土特征的神灵

崇拜, 也仍然存在着局于一隅还是更为开放的选择。雍正十二年任安县知县的福建人陈汝亨在为该县天后宫所写的碑记里说, 

天后“以险而灵” , “闽、浙、关东, 皆所式凭。而予尝游彭蠡, 过洞庭, 由震泽, 渡易水, 历孟津, 望三门, 禹迹之所经,

龙穴之所都, 而后之神实镇护焉。盖遇险而灵, 非独于海然也。夫神之在一邑者, 庇一隅” , 而天后却能“生于莆而福佑天下” 。

即以蜀地而言, 其能于“万流奔赴, 湍波激荡之中, 舳舻往来不绝, 非后之功乎!” 因此, “后之德也, 岂特吾乡人所宜庙而

祀之乎?” ② 

在四川, 天后信仰主要集中在福建及部分广东移民中, 较禹王崇拜具有更强的地域色彩。但从文意可知, 陈汝亨所预设的

读者不仅是福建移民, 当还包括了其他客民乃至土著在内。陈氏任职安县的雍正年间, 四川地区的移民活动正在进行, 不同的

移民群体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心理距离。在此情境中, 陈文着力强调天后功德所被超出了福建一乡范围, 既有提升天后地位的

意味, 亦不无推动福建移民与其他群体交流的可能。但要达此目标, 天后也必须超越作为福建乡神的形象。这种取向或与陈氏

作为地方官主要从“治理” 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取向有关, 但也是地域性神祇崇拜常见的现象。李亦园先生即在对台湾新竹庙宇

崇祀的研究中发现, 即使是为私人所占有的私坛, 也存在着将其崇奉范围“尽量扩大” 的倾向, 因为只有这样, “庙宇的声望

才能提升, 神灵的格位也才会因此而超越。” ③ 

因此, 在会馆崇祀中, “ 天下” 与“ 一隅” 既有“相克” 一面, 也存在着“相生” 的可能。乾隆十八年, 江西籍的

新津知县黄汝亮为当地江西会馆所写的碑记中也隐含着类似认知: 

余谓聪明正直为神, 其泽被于人而无私。而神独佑吾豫章之人, 豫章之人亦信之笃,尊之至。得非以人例, 桑梓之私, 冥漠

中亦有同然欤? 夫以人之情而揆诸神, 尤当推神之意以及于人, 使吾乡聚处于斯者, 勤其本业, 毋为浮浇, 而又知敦笃于梓好, 

有无相通,缓急相济, 雍雍然如家人手足之相倚。吾知神明之感孚而庇佑其乡人, 又不啻俎豆辉煌之为歆也。爰书其始末, 并推

广其建祠之意, 以外吾乡劝。④ 

与陈汝亨重在强调神之“无私” 不同, 黄文指出神之为神虽然正因其“无私” , 但仍难免“桑梓之私” 。事实上, 这种

依违于“公” 、“私” 之间的心态恐怕更多地反映黄汝亮自己的处境。黄文专为赣籍移民而作, 自然无须掩盖甚至必须表达

出足够的同乡之情;然而, 作为朝廷派下的“父母官” , 他也必须平等地对待治下原本来自不同地方的属民。从这个意义上看, 

文章意在通过劝诱乡人而达到化成地方, “桑梓之私” 成为导向“无私” 的一条途径。 

中国士人的传统, “其心情所寄, 不在乡土, 而在中国, 在天下” , 其杰出者“决不为一乡一里之士” 。⑤ 然这又不在

形迹。常有人终一生局于一乡一土, 而关怀所向, 仍不失为国士、天下士者。因此, 士人也常可从一隅窥见天下。这一点或可

从安岳一位贵州移民后裔谭言蔼的两篇文章中得到启示。谭氏是嘉庆十四年进士, 后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嘉庆十五年, 安

                                                        
① 王蔺三:《琅琊场补修禹庙碑记》, 民国《渠县志》卷 12 《文征志八上》, 第 68 页 b — 69 页 a 。 

② 陈汝亨:《天后宫记》, 嘉庆《安县志》卷 31 《艺文》, 第 26 页 a 、b。 

③ 李亦园:《民间寺庙的转型与蜕变——— 台湾新竹市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研究》, 《宗教与神话》,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4 年, 第 195 —196 页。 

④ 黄汝亮:《重修万寿宫记》, 道光《新津县志》卷 40 《艺文下》, 第 28 页 a 、b。 

⑤ 钱穆:《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国史新论》, 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 第 205、206 页。 



 

岳通贤场江西移民欲重修万寿宫, 请谭氏为文, 向寓居当地的江西商人募捐。谭氏在文中说, 江西人之“贾蜀者, 邑中市聚无

处无之” , 虽然因为人多, 居住分散, “若不足以相溷者, 然真君之御灾捍患, 为德于故乡也甚煊赫” 。诸人既“均出豫章” , 

应“念桑梓枌榆之谊, 共蒇斯举” 。
10
①但是, 四年之后, 该县龙台场贵州会馆黔阳宫落成, 谭言蔼则在文中云:贵州人崇祀的

黑神,即唐代忠臣南霁云。南氏“非生于黔, 仕于黔者也” 。然而, “其忠义之气, 横塞宇宙, 千古犹生。御灾捍患, 远憺威

棱, 庙食于黔, 所谓公非有私于潮, 而潮人独信之, 深思之至也。大禹生于石纽, 壮缪终于荆襄, 奚必故里所居, 宦游所及, 

人始得而祀之者哉!” ② 

这两篇文章目的不同, 自然立场有异。前文是代人立言, 且为募捐之作, 故不免动以乡情;后文是处理“家乡” 事务, 必

须解决南霁云非有私于黔却受黔人崇祀的矛盾。对观两文, 可看到谭氏在桑梓观念和天下意识间的自由转换, 与前述黄汝亮、

郑方城等人徘徊于“私” 与“无私” 的立场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另一方面, 谭言蔼也指出:地域性神祇在形式上固然由某一地

人专祀, 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祇“有私于” 该地, 则与邓柳泉的看法颇有互相印证和补充之处。 

韩森教授曾经讨论过地域性神祠扩展到其他地域的过程是怎样引发了南宋时期士人争论的。他认为, 支持人们接受跨地域

神祇崇拜的主要理由即是这些神灵的“灵验性” , 其主要的传播者乃是商人和一部分游宦。一些反对者则坚持“祭不越望” , 

要求人们只崇拜地方性的神祇。韩森认为, 这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 许多从前极有威势的官僚家族由于受京师党争的排挤, 已

经将注意力转向集中于本籍县区” 。③ 这一试图从特定时期的政治权力转换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所做的解释, 当然极具启

发性。不过, 在本文所讨论的这个时代, 区域性神祇崇拜早已不再是一个“问题” , 不少且已进入祀典, 获得了官方认可。从

“国家” 和“地方” 关系的角度看, 一方面, 地域性神祇的位格得到提升, 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们具有相对稳固的地域性

社会根基;另一方面, 随着它们被纳入官方的“万神殿” , 朝廷也在象征性层面上加强了对地方和民间的控制(但后者仍有很大

的自主空间),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它们的地域色彩, 使其兼具超地域的可能。实际上, 孔子虽有“非其鬼而祭之, 谄也” 

(《论语· 为政》)的教导, 但宋元以降, 《大学》中由一身到天下的思路实在士人中更具影响力。这大概即是邓、陈、谭等人

能在“乡神” 中虑及“天下” 的制度性与思想性依据之所在。 

不过, 也正是由于这些神祇潜在地具有超越地域性限制的位格与影响, 反过来而更为移民看重, 甚至被运用到与其他移民

的群体竞争中。如, 民国《合江县志》“禹王宫” 条称, 宫中“正殿祀夏禹及其佐命诸臣” , 殿后“西为濂溪祠, 祀周子。

本县人公意, 而永州人私之, 爱其乡也” 。④ 周子固非神也, 唯在此语境中意义并无二致。濂溪祠的设立使县人对周敦颐的

崇仰与永州客民的乡土认同各得其所, 自然是理想状态。但细味文意, 县志编者似非永人, 且对后者以濂溪祠为私有的举动似

颇有微词, 恐怕代表了当地相当一部分非永籍读书人的意见, 暗示着其间可能存在着的族群矛盾。在渠县琅琊场湖广会馆中亦

有周敦颐的塑像。一位楚人后裔李映莲在为该馆所做碑记中说:“吾楚之人累承夫子教泽, 岂以移居于蜀而遂忘故土大贤乎? 故

凡散处川中者, 莫不立庙塑像崇奉。” ⑤ 文章刻意突出周敦颐作为“故土大贤” 的形象, 正是《合江县志》所谓“私之” 也。 

实际上, 按照常例, 合江濂溪祠的建立恐怕更有可能首先是永州人的“ 私意” , 且“县人”者, 估计也不过就是县志编

者本人及其所属的那一类读书人。而为周氏立像, 恐亦主要出自永籍士人而非其他阶层的提倡。如此, 则围绕着濂溪祠属公属

私的争论, 实不过就是不同原籍的读书人之间的争执而已。但无论如何, 周敦颐显然已成为部分人“争夺” 的对象。 

在众多楚人乡贤中, 周敦颐之所以受到特别礼遇, 实离不开“公意” 的背景。这意味着像他这样的“大人物” 已成为跨

族群的“公共资源” , 既可能是社会的凝合剂, 也为族群竞争灌注了动力。道光二十八年家住德阳的陕西客民后裔刘宸枫就抱

怨当地的陕西会馆不祀张载:“古圣王祀典之制, 所以崇德报功也。秦人功德之盛, 孰有过横渠张先生者乎! 先生德备一身, 功

在万世。关中之学, 濂洛同宗。今天下府厅州县莫不各有学以祀之, 而乡人独阙祀于乡先生” , 不能不让他感到面上无光, 而

                                                        
① 谭言蔼:《通贤场万寿宫重修歌台募疏》, 光绪《续修安岳县志》卷之二《坛庙》, 第 15 页 a 、b 。 

② 谭言蔼:《龙台场黔阳宫碑记》, 光绪《续修安岳县志》卷之二《坛庙》, 第 16 页 b —17 页 b 。 

③ 具体讨论请参见韩森:《变迁之神》, 第 126— 159 页, 引文出自第 166 — 167 页。 

④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 3 《建置一》, 第 16 页 b。 

⑤ 李映莲:《琅琊场禹王宫奉祀濂溪夫子碑记》, 民国《渠县志》卷 12 《文征志八上》, 第 79 页 a 。 



 

呼吁“急宜位置” 张载于会馆中, “以明祀事” , 以使“_______后人于以慕义无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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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在全国范围知名程度的不

同, 乡贤大约也具有不同的级别, 而周敦颐和张载这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人物更容易被移民选中, 正因其具有超地域的影响, 

更易为其他区域性群体所认可, 为本籍人士带来荣耀。② 

从族群竞争的角度看, 会馆显然又并不仅仅是移民原乡情结的寄托。渠县李渡镇禹王宫有一篇光禄大夫、太子太保、都察

院长院都御史、曾为兵部尚书的罗源汉写的碑序: 

余自秘省参枢要, 一切外务未遑及也。辛酉夏, 吾里张中书世浦走书告余曰:“余因浦丁内艰, (原有缺文———引者, 下

同) 王事。迂道渠邑之李渡镇, 风俗(缺文)。而吾楚之居渠者, (缺文)立修禹王宫为公家庙, 凡以敦睦桑梓, 因以不忘于楚, 而

有归楚之志欤?”既属叙于张子, 复欲缘张子以(缺文)。余未尝居渠, 甚愿吾楚之居渠者, 俱有声于楚也。余虽不能至渠, 然有

以知吾楚之居渠者必不忘于其本也。或名显荣封, 归祭其楚宗祖;或利积丰亨, 言返其楚之故区。此余所日夜切切冀之者。夫生

圣天子之宇下者, 俱关燮理。彼渠人士既远托桑梓之诚, 又何可不于枢要而一及之? ③ 

李渡镇的湖广移民是否“有归楚之志” 待考, 但是, 向原籍高官请序, 是一件极“有面子” 的事, 足以抬升本会馆及湖

广移民在地方上的地位, 却是肯定的。换言之, 这种行为并不一定表明移民思乡之烈, 而更可能是楚民在新家乡与其他族群竞

争的手段。 

不管是历史上的名人, 还是当代的高官, 都可能被移民族群利用。不过, 最受欢迎的还是已经被广为接受的“大神” 。在

这方面, 关羽崇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在清代, 关羽是所谓武圣人, 每年均由官员在各地武庙对其祭祀。在民间, 他又因

地利之便, 成为山西和陕西会馆所祀乡神。但实际上将关羽作为主神崇拜的又不只有山陕人士。泸县的江浙会馆、中江县城内

的湖广会馆均主祀关羽。合江湖广会馆于主祀禹王之外, 亦兼祀关帝。④ 楚人后裔林愈蕃说, 关羽为海内外所崇祀, “而吾蜀

士民则自湖南、北来者, 奉之尤笃。盖以侯之辅汉, 首尾于楚, 其忠诚之气浸灌于楚人者深, 而施于千载之后者为最远也。” 故

他们“虽流寓蚕丛远地, 犹崇奉弗衰乃尔也„„予谓侯之神在天下, 而功烈忠义于楚最显。吾乡人奉祀之笃, 无可议者” 。不

过,林氏既感到有再三论证楚人奉祀关羽尤笃的必要, 则其心中大概是觉得自己的说法并不有力。因此, 文章的结尾仍落在“ 天

下” 上:“吾尝游京师, 取道秦晋, 见祠宇甚密, 以侯为北人故也。南游于楚, 经襄樊, 泊江陵, 见居民谈侯遗事, 多拊髀太

息, 壮而悲之。不谓楚人之在中邑者, 犹此志也。亦可知旁礴宇宙, 浃民肌髓, 惟此树人伦, 维纲常正气, 人生天地间, 宜奚

所取型哉!” ⑤ 林氏的思路与前述徐陈谟等人论证楚人的禹王崇拜时所用思路基本类似, 而主题相异, 对照而观, 会馆祀“乡

神” 之说与其说是一个事实, 毋宁更是一个“理想” 。 

实际上, 林愈蕃自己也感到他试图将关羽加以“湖广化” 的解说, 实无法解释关羽在各地广受欢迎的现象。在这方面最具

启发性的是巴县事例。该县移民众多, 仅城内就有八省会馆,除湖广馆祀禹王、江西馆祀许逊、福建馆祀天后、广东馆祀慧能外, 

其余的山西、陕西、浙江、江南诸馆均祀关帝。据民国《巴县志》载:“浙江馆旧名列圣宫, 疑先祀吴大夫伍员、吴越王钱镏。

清初皆加封号立祠, 载在会典。后乃专祀关帝。江南馆初为准提庵, 亦后改祀。” 准提庵乃佛教寺院的名称, 江南馆或是在其

基础上改建而成, 主祀关羽;而浙江会馆则很可能是放弃了原更具地方性的伍员(伍子胥)、钱镏的崇拜改祀关帝的。这一过程何

时以及如何发生, 改祀原因又何在, 《巴县志》并未细究。但它指出, 这与清政府对关羽的崇拜有关:“清代祀关, 极崇封号。

直省府州县皆有关帝祀典, 故遍于山、陕、两江” 云云。⑥ 巴县诸会馆争祀关帝, 看似与楚人专祀禹王的现象相反, 实际上

却是内里相通的。盖关羽和禹王均来自“大历史” , 不啻文化上的“公共财产” 。但这样一来, 会馆崇祀显然已无法作为区

                                                        
① 刘宸枫:《陕西会馆祀田记》, 光绪《德阳县志续编》卷 3 《建置志· 祠庙》, 第 15 页 b— 第 16 页 b 。 

② 清代汉口的徽州商人亦利用朱熹崇拜加强“ 内在凝聚力” , 同时“ 使得徽商在诸多商帮中鹤立鸡群” 。参见王振忠:《明

清以来汉口的徽商与徽州人社区》, 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7 年, 第 85 — 86 页。 

③ 罗源汉:《禹庙碑记》, 民国《渠县志》卷 12 《文征志八上》, 第 77 页 b —78 页 a 。 

④ 民国《泸县志》卷 1 《舆地· 坛庙》, 第 43 页 b ;道光《中江县新志》卷 2 《建置· 祠庙》, 第 57 页 a ;民国《合江

县志》卷 4 《礼俗》, 第 48 页 b 。 

⑤ 林愈蕃:《增修关圣宫记》, 道光《中江县新志》卷 2 《建置· 祠庙》, 第 57 页 b— 58 页 b。 

⑥ 民国《巴县志》卷 5 《礼俗》, 第 17 页 a 。 



 

分不同地域认同的标准了。 

进一步, 如佛、道二教这样的“公共信仰” , 也存在着被地域性群体利用的可能。筠连县禹王宫于主祀禹王之外, 兼祀寿

佛、帝主、镇江王, “皆为其德之有造于楚, 而功足以配飨夫神禹也” 。同治时期又增修了观音堂。禹王宫而将寿佛、帝主、

镇江王、观音等汇集一堂, 兼而祀之的情形, 亦可在大竹等地发现。而会馆兼祀观音则既非筠连也非楚馆特例。丹棱的江西会

馆万寿宫便在许真君而外, 兼祀萧公、镇江王、三官、观音等。
12
① 佛教信仰本“不分畛域” , 会馆却是一籍人之“家庙” , 

二者本来凿枘, 但在民众心中, 他们都可提供福佑, 自可共处一堂。实际上, 楚馆祀观音, 并不比其主祀大禹更不合理。但禹

王作为楚神的地位已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观音入“家庙” , 到底显得怪异。筠连县教谕杨学述大概正是有鉴于此, 特做解释

云:“观音大士盖广发宏誓, 以慈航渡世者, 功不在禹下, 故祀禹不可不祀观音” 。② 这一解释实甚牵强, 盖功不在禹下者甚

多, 岂能一一同祀? 况且, 这套说辞也未阐明观音和楚人的特殊关系, 实际上是虚晃一枪。显然, 民众对于观音和关羽这样

“ 大神” 的崇信, 远远超过对神祇之地域性的关心。这不但再次表明会馆祀“乡神” 这一“通例” 的局限性, 也表明地域

性神祇和超地域性神祇的界限其实并不像《南充县志》里说的那样分明。 

显然, “乡神” 实是一非常模糊且未必符合实际的概念, 而不管是士大夫还是更为下层的民众在使用这一概念或者崇祀活

动中, 均表现了超出地域性的开放特征。这就为移民突破原乡的族群界限并构建新的家乡认同提供了可能。 

三、成为“四川人” 

移民入川, 多保持着自己原籍的风俗习惯。光绪《崇庆州志》引康熙时修县志称:“兵燹以后, 半属流寓, 好尚不一。” ③ 

嘉庆《达县志》亦云:“今自兵燹之后, 土著绝少, 而占籍于此者率多陕西、湖广、江西之客。业已五方杂处, 未免各俗其俗。” 

④ 同治《嘉定府志》说, 在婚礼方面, “川省五方杂处, 各从其乡之俗” 。⑤ 直到民国时期, 仍有不少文献记载了人们在具

体风俗习尚方面的差异, 如《丹棱县志》记: “十一月冬至不祭墓, 惟江西客民及诗礼家有送寒衣者。” ⑥ 《重修彭山县志》

记:“十月送寒衣, 秦籍人有行者。冬至拜墓, 粤桂籍人行之。” ⑦ 这些记录从康熙年间一直到民国时期, 可知“各俗其俗” 

的现象在四川延续之久。 

但是, 在其他一些方面, 移民后裔文化趋同的步伐在嘉庆以后明显加快。前引六对山人的竹枝词写于嘉庆八年, 而民国《三

台县志》中也说, 当地“五方杂处, 习尚不同, 久之而默化潜移, 服其教不异其俗” 。⑧ 民国《宣汉县志》称, “邑人多客

籍, 少土著” 。直到清代中叶, “凡本籍与本籍者遇, 必述其原籍之土语, 曰打乡谈。一以验真伪, 一以必亲切也。且父子兄

弟互相传习, 以为纪念。迨传世既久, 习与俱化, 相谈之存在者, 百不得一, 已自成为一种宣汉语矣。” ⑨ 在达县, “咸、

同以前, 语言尚异, 后渐混而为土音矣。” ⑩ 这些判断大抵是印象式的,但作为一种观察, 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嘉庆十二年

的进士、垫江李惺在为大邑县牟氏族谱序言中明确提到, 四川“大抵今日所为土著者, 率皆国朝定鼎以后, 自粤东、江右、湖

南北来。其来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 则旧家矣” 。 ⑪ 文章写作时间不明, 而被收录在同治六年(1867)编的《大邑县

志》中。此处的“今日” , 大抵正着落在19 世纪初中期的六七十年中。唯此仍是特例, 难以概论而已。恐怕到了20 世纪初, 大

部分清初移民才正式认同于“ 四川人” 的身份。 

                                                        
① 丁元恺:《万寿宫记》, 民国《丹棱县志》卷 3 《建置志· 通祀》, 第 47 页 b 。 

② 杨学述:《重修禹王宫后殿两廊乐楼缭墙序》, 第 14 页 a 。 

③ 光绪《增修崇庆州志》卷 2 《风俗》, 第 1 页 a 。 

④ 嘉庆《达县志》卷 19 《风俗》, 第 3 页 a 。 

⑤ 同治《嘉定府志》卷 6 《风俗》, 第 3 页 a 。 

⑥ 民国《丹棱县志》卷 2 《舆地下· 礼俗》, 第 51 页 a 。 

⑦ 民国《重修彭山县志》卷 2 《民俗篇一》, 第 4 页 a 。 

⑧ 民国《三台县志》卷 25 《风俗》(录嘉庆旧志), 第 5 页 b 。 

⑨ 民国《宣汉县志》卷 16 《礼俗· 会话》, 第 28 页 a 、b 。 

⑩ 民国《达县志》卷 9 《礼俗门· 风俗》, 第 22 页 a。 

⑪  李惺:《牟氏祠堂记》, 民国《大邑县志· 文征卷》, 第 18 页 a 、b。 



 

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共同文化要素的形成固然是四川地域认同在移民中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表现, 但仍是两个问题。1883 

年, 英国商人阿奇伯尔德· 约翰·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由湖北沿江而上, 在“进入四川省后的第一个村庄” , 遇到

一位当地民团的首领, 便问他是否“本地人” , 他的回答是: “不!” 立德了解到, “他们是两个世纪前乾隆年代从江西迁至

此地的” 。
13
① 立德所遇到的情况或者是个特例, 也许是因为那里位处四川“边区” , 与三台这样的“内地” 不同, 甚至有

可能是在语言交流中出现的理解性“问题” 。不过, 已经移民二百多年, 仍不自认“本地人” (注意并非“四川人”), 也在

很大程度上展示了在有意识层面中改变地域认同的艰难。 

但是反过来, 移民群体对原籍文化特色的保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接受新的地方认同。前述王蔺三写于咸丰时期的文章

揭出“蜀人之籍楚者” 的概念, 便颇耐人寻味。殆“籍楚” 者仍可被视为“蜀人” , 原籍符号并未阻止移民的“土著化” 。

到了民国时期, 移民后裔已毫无疑问地成为“四川人” , 却仍可保持原乡风俗, 甚至仍存在着较为突出的族群矛盾。身为移民

后裔的郭沫若曾回忆道:“乡里人的地方观念是很严重的, 别的省份是怎样我不甚知道, 在我们四川真是在大的一个封建社会中

又包含着无数的小的封建社会。” 在大规模移民运动中, “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的构成自己的集团, 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

神, 独特的会馆, 不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 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 特别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 他并举

出实例证明这种社会冲突的严重:“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 平常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

难的。我们那小小的沙湾, 客籍人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长江领域以南的人好象各省都有, 因此杨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镇里的

厌弃了。” 这种矛盾已经成为当地传统的一部分, 到清末仍然未衰:“关于地方上的事务, 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那儿斗争。譬

如我们发起了天足会, 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前面在福建人的会馆里开办了一座蒙学堂, 他们在他们的璤瑉宫也要开办一

个。凡事都是这样。” ② 把“地方观念” 视为“封建社会” 的产物, 明显受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影响。③ 不过, 乐山

沙湾的土、客族群矛盾显然并未阻止移民后代接受“我们四川” 的认同。 

自然, 成为“四川人” 的过程多数情况下是潜移默化, 因而也是无法划出明确轨迹的。不过, 自19 世纪中后期开始, 四

川不同地方都出现了一些有意识地整合不同移民群体而促使其“土著化” 的努力。其中, 一般被认为四川乡神的川主崇拜受到

了特别的注意。岳池县余家场南楚会馆禹王宫设立于嘉庆二十一年, 本来只祀禹王, 但至迟在道光时已加入文昌和川主, 从而

成为以禹王为主祀, 以文昌和川主为附祀的崇祀格局。按文昌崇拜虽出自四川, 然已遍布全国,而川主则分明是地方性极强的神

灵。类似的以本籍主神为主, 附祀川主的现象, 也可在内江禹庙中看到。④ 这一趋向大抵反映出这些地方的楚人后裔在维持原

乡身份的基础上, 已逐渐开始对四川产生认同。 

岳池县恩贡陈合德在为余家场禹王宫所做序中说, 余家场禹王宫将禹王、川主、梓潼“三神合祀, 其寓意之深且远, 亦可

嘉矣。” 根据谯周的《蜀本纪》、《宋书· 符瑞志》等文献, “梓潼帝君与大禹实为蜀人” 。至于川主, 一说即“隋赵昱守

蜀, 降伏水怪, 当时奉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 。然据《史记·河渠书》、《风俗通》和《通志》, 川主当为李冰子李二郎, “盖

可无疑。蜀民舍其封爵, 或称二郎, 或称川主者, 亲之也, 亦尊之也。其与赵昱同称川主, 犹之夏以上祀柱曰稷, 自商以来祀

弃亦曰稷云尔。诸君以南楚入籍西蜀, 而所祀如是, 岁时瞻拜之下, 得毋有观感而兴起者乎?” ⑤ 看“诸君” 一词可知, 陈

合德可能为时人所说的“土民” 。此文不但强调不管“土著” 与“移民” 均应崇祀川主, 且将大禹也明确纳入“四川人” 的

历史叙事中。因此,该馆的形制虽是仍以禹王为主, 但陈氏的解说实际上已取消了独立的楚人认同。 

这当然极有可能是陈合德的一厢情愿。盖从会馆崇祀格局来看, 余家场的楚民是在以禹王为主祀的前提下容纳川主, 与陈

合德以川主为主的论述风格并不相同。不过, 其主动“土著化”的倾向仍是显而易见的(唯未必同时放弃了原乡认同)。实际上, 

楚民邀请一位四川土著撰文做序, 本身便可能有象征意义。与此相似, 仪陇县土门铺万寿宫是在祖籍江西的陈典润一家的主持

                                                        
① 阿奇伯尔德· 约翰· 立德:《扁舟过三峡》, 黄立思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第 66 页。 

② 《沫若自传》第 1 卷《少年时代》,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 11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第 14 — 15 页。 

③ “ 地方观念” 的地位在 20 世纪前半期几经变化, 参见王东杰: 《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与互助:1936 年〈川行琐记〉

风波》, 《四川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④ 民国《内江县志》卷 1 《寺观》, 第 28 页 b 。 

⑤ 陈合德:《余家场禹王庙文昌川主序》, 道光《岳池县志》卷 39 《序》, 第 26 页 b — 28 页 a 。 



 

下, 历经两代人努力修建而成的一座会馆。落成以后, 陈典润的儿子陈东升请当地土著、士绅胡辑瑞为万寿宫写序谓:“斯役也, 

家君心力殆瘁矣, 愿先生一言表章之。且其地实先生发祥所, 地灵人杰, 如响斯应, 尤不可以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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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氏大概是当地的

书乡门第, 但据陈氏的话可知,他之所以看重胡辑瑞的原因不仅限于此, 还因为胡家为当地土著, 在地方上颇有号召力。虽然具

体情况不明, 但作为客民的陈氏父子不乏借此结纳土著的动机, 和郭沫若描写的乐山沙湾杨氏家族与移民群体的关系不同。 

与陈合德欲把川主提升为所有“在四川的人” 之共同信仰对象的努力相同, 光绪二十八年(1902), 万源县贡生赖嵩山也说, 

江水“由岷山出灌口, 经成都, 汇渝城, 出夔门, 下巫峡,以达于荆襄。任水下紫阳, 亦达于荆襄, 所谓江汉合流也。吾乡舟船

往来, 商贾辐辏, 咸赖于斯” 。这是和李冰父子治理岷江的功劳分不开的。因此, 川主“不特川人宜祀, 即荆襄人客川者亦宜

祀” 。② 有意思的是, 前述徐陈谟等论证禹王为湖广乡神, 也是按照同样的思路, 结论却大相径庭。盖所欲者实异也。陈、

赖二氏均试图以川主崇拜整合土、客民各自相异的信仰体系,以营建一个更能超越不同族群区分的、整体性的“四川人” 概念。 

在上述事例中, 或是土著积极推行川主信仰, 或是移民主动接纳川主信仰, 这显然与其身为四川地方神祇的性质分不开。

不过, 也正因如此, 在大多数人们的认知里, 川主仍只是造福于四川人的地方神祇, 接受他的前提是已经接受了“四川人” 的

身份。事实上, 即使在蜀人内部, 对于川主的信仰也还存有不同意见。赖嵩山即道出了万源这一四川边地的某些人心中的疑惑:

“或有难余者曰:`如子之说, 川人宜祀川主矣。而吾乡与秦接壤, 距江较远, 任水西六八百里, 又复入秦, 不与凡江水所经被

李公泽者等, 非所宜也。' ” ③ 而早在同治年间, 荣昌县的一位士人敖册贤亦说, 当地有人对川主信仰颇有疑虑:“或曰:(李

冰父子———引者注)所凿所溉不过蜀西一隅耳。吾里去离碓远矣, 与成都二江风马牛不相及。” 何以“全蜀之人, 皆俎豆而

尸祝之” ? 他说:这些人其实“不知离碓居江之上游, 成都二江又蜀水之上游也” 。荣昌之水即发源于此。“江源清则由资内

入叙、泸, 趋巴渝, 以达夔、巫。水患平则水利兴。估客往来, 千舻万舳, 蔽江而下, 盐、粟、锦绣百物之利甲天下, 皆神功

也。则吾里与全蜀之俎豆而尸祝之,复奚疑?” ④ 

既云“或曰” , 即非确指, 不能据此判断对川主之祀抱有异见者的具体身份(是否移民等等)。但两文均感到有澄清这一问

题的必要, 可知类似的疑虑确实存在。同时, 两文中的“或曰” 均以李冰治水不及其乡为理由, 表示不当祀之。从地域认同的

角度看, 敖文的“或曰” 显然并不赞成把李冰视为四川的整体象征, 而认为其只可代表“蜀西一隅” 。可见政治力量规划下

的行政区域虽然是建构地域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准, 但同一省份的人们也可能由于该地在省内所处的具体位置及与邻近地区的关

系而产生独特的体会。参考前述新宁楚人各以郡望立会馆的情形, 可知以省份为单位建立的乡神崇拜在塑造省籍意识的同时, 

恐怕也使得不少更为“基层”的地域神祇崇拜遭到了“压制” 。进一步, 赖文写于1902 年, 而文中的“难余者” 则似乎根本

不自视为“川人” , 与一般材料中显示的情况有异, 亦揭示了川人认同在这一“边缘” 地区确立的困难。同时, 这些疑虑也

暗示着正统文献中经常连用的“崇德报功” 四字, 在民间的认知里实可歧而为二, “德” 显然不如“功” 更有说服力。 

其实, 在移民认同尚未有彻底改变的前提下, 川主在社会整合方面能够起到的作用自然有限。实际上, 川主确也只是当时

有可能起到整合族群信仰作用的各类选择项中的一个。咸丰时期, 射洪士人夏肇庸在为当地湖广会馆所做序文中说:“石纽村界

蜀之西, 相传崇伯诞禹处。蜀之祀禹也固宜。江自岷山而下五千里, 至于大别, 与汉合流, 为东南巨浸。微随刊之功, 荆之人

其鼃黽乎! 故楚寄籍于蜀者, 其祀禹也尤宜。” ⑤ 夏氏的具体事迹不详, 此文系为楚庙所撰,着眼点自然在楚人。唯一个“固” 

字, 一个“尤” 字, 前呼后应, 耐人寻味。前述民国《荣县志》于“禹王宫” 条下云:“禹生于石纽, 蜀祀亦宜” 。⑥ 着力

处与夏文恰好相反, 而均暗示出禹王这一形象中潜藏着整合楚、蜀认同的可能。 

光绪六年, 达县举人张美枢在为当地培修禹庙所写的碑序中说:据《帝王世纪》、《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 禹

                                                        
① 胡辑瑞:《土门铺新修万寿宫序》, 同治《仪陇县志》卷 6 《艺文》, 第 33 页 b。 

② 赖嵩山:《大竹河川主、神农、药王三圣庙碑序》, 民国《万源县志》卷 2 《营建门· 祠庙》, 第 30 页 b— 31 页 a 。 

③ 赖嵩山:《大竹河川主、神农、药王三圣庙碑序》, 第 30 页 a 。 

④ 敖册贤:《重修吴市川主庙碑序》, 同治《荣昌县志》卷 20 《序》, 第 19 页 b — 20 页 b 。 

⑤ 夏肇庸:《改建禹庙山门记》, 光绪《射洪县志》卷 16 下《艺文· 记》, 第 39 页 a 、b 。 

⑥ 民国《荣县志》卷 11 《社祀》, 第 6 页 a 。 



 

乃茂州汶川人。“夫禹为蜀人, 蜀人已当奉祀, 况八年著胼胝之劳, 九州奏平成之绩。其功其德, 固宜天下万世享祀不忒者乎? 

时人动谓禹王宫为湖楚人家庙,严分界域, 殆未深考耳! 目今之自命为蜀人者, 询其祖籍, 非黄州、麻城, 即汉阳、孝感, 来川

较早耳, 何尝有楚蜀之分也?” 既然“移民” 和“土著” , 其实只存在来川时间迟早的不同,则严分土、客“界域” , 实属

无谓。不过, 据张氏观察, 这一界限已在逐渐消除的过程中:“我场乾隆中始建庙, 嘉、道、咸、同迭加补修。维时俗见未泯, 皆

来川较迟者董其事, 他无问焉,以故乐楼倾圮, 尚未议及。岁庚辰, 首事等欲易而新之, 集众筹款, 一时来川之迟与早者, 皆倾

囊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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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庚辰年当为光绪六年, 此时当地的“楚蜀之分” 似已不甚严格。 

与前引张合德、赖嵩山一样, 张美枢的文章也表现出将四川土著和湖广移民整合为一的努力方向。其具体论证策略有二。

首先, 强调大禹原籍四川, 故本该川人奉祀, 而不应以之为湖广乡神。其次, 强调“土著” 和“移民” 均为移民后裔, 因而

并无实质性的区分。与前述张、陈二文不同, 张美枢并不要求移民向土著靠拢, 相反, 从文中语气看来, 他的主要意图是提醒

土著(即“来川较早” 者)应放弃地域“俗见” , 与移民合作。张文把土、客区分描述为同源异流, 不仅是要把四川塑造成包

容所有人群于一体的“新家乡” , 还隐含了一种泯除“界域” 的“天下” 意识。禹系川人, 又为移民中人数最多的楚人所崇

拜, 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绝高的地位, 盖比李冰父子更能赢得多数人的认同。虽然就实际的情况看, 禹王仍主要被视作湖广人

的地方信仰, 但正如前文所述, 他自身中本就蕴涵着面向“天下” 的超越性, 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开放色彩和包容能力。 

这绝非张美枢的异想天开。实际上, 由于明清两代的湖广移民在各省移民中均占多数, 楚俗在四川风俗中也处在“主流” 地

位。不少人注意到, 四川的风俗多与楚俗相近。如嘉庆《定远县志》:“民俗半楚。近来土著老民不过十之二三。” ② 咸丰《隆

昌县志》:“蜀楚接壤, 俗亦近似。” ③ 光绪《广安州新志》:“州人多楚籍, 习尚沿之。” ④ 川楚风俗相近之说也得到了

楚人的肯定。同治《巴县志》纂修、湖北孝感人熊家彦发现:“蜀自明末兵燹后, 余黎几无孑遗。吾楚与蜀接壤, 楚人多占籍于

此。故蜀中有麻城县孝感乡之称。予孝感人也, 见其风土大半与《荆楚岁时记》相似, 不胜敏恭桑梓之意云尔。” ⑤ 蜀、楚

地近而俗近, 自古而然。但明清两次大规模的湖广移民入川显然使这一特点更为突出。⑥ 

不同族群的融合固然是建构新地域认同的基本条件, 移民的内部“分裂” 亦有可能成为其认同转向的契机。据《大竹县志》, 

“黄州亦湖广郡, 旧同一馆。后以微有争执, 黄籍人始募资增修三圣宫, 作为黄州会馆” 。按当地禹王宫建于雍正八年, 三圣

宫建于乾隆五十二年, 则黄州移民与禹王宫的争执正发生在此六十余年中。作为黄州人与其他湖广人分裂的产物, 为了与旧的

湖广会馆加以区别, 黄州会馆树立了新的崇祀对象:川主李冰、土主冯绲、药王孙思邈, 合称“三圣” 。同治十年, 馆内另增

帝主像。按, 帝主名张七, 相传为初唐时四川壁山人, 后至楚经商。“明万历加威灵显化封号, 清同治加灵感普救封号。麻城

人尊为帝主, 迁蜀者亦崇祀之。” ⑦ 如此, 则帝主虽原籍四川, 而主要是湖广麻城人崇祀的对象, 其信仰是随着湖广移民迁

蜀而传播到四川的。因此, 帝主像的增设, 反使三圣宫较前更多一层地域色彩。不过, 整体而言, 黄州馆崇祀格局中的“土著

化” 意味是极为显著的, 代表了主动向“四川人” 靠拢的趋势。这一会馆是在乾隆晚期修建的, 恐怕是有关移民认同转向最

早的史料之一。 

四、结  论 

一般都认为中国人乡土意识极强。这一看法大体不错, 至少“落叶归根” 便是 20 世纪之前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信条之一。

不过, 它过于强调了中国人“安土重迁” 的一面, 轻视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移民现象。实际上, 不管要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 移

民最终总会转向新的家乡认同。唯这一转变发生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其具体过程实难论断。本文试图从象征的层面上对清代四

                                                        
① 张美枢:《培修禹庙碑序》, 民国《达县志》卷 10 《礼俗门· 寺观》, 第 60 页 a 、b 。 

② 嘉庆《定远县志》卷 17 《风俗》, 第 59 页 b 。 

③ 咸丰《隆昌县志》卷 39 《风俗》, 第 75 页 a 。 

④ 光绪《广安州新志》卷 34 《风俗》, 第 11 页 b 。 

⑤ 同治《巴县志》卷 1 《疆域志· 风俗》, 第 37 页 b。 

⑥ 今日通行的“ 四川话” 也是在明初以来的“ 湖广话” 基础上形成的, 深受明初与清初两次移民活动的影响。参见崔荣

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第 107 —109 页。 

⑦ 民国《大竹县志》卷 3 《祠祀志· 群祀》, 第 14 页 a 、b 。 



 

川地区的移民群体地域认同状况做一把握, 并对他们在内心深处成为“ 四川人” 的大致过程做一粗线条的勾勒。 

通常而言, 人与自己的家乡具有一种“原生性的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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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使得原乡情感非常稳固。但另一方面, 在

真正的故乡, 或没有“外人” 参照的情况下, 它是无须证明因而也未必强烈的。只有在与外人相对照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异乡, 

这种意识才得以明确化。因此,“原乡认同” 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更是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建构(然并不排除它的“ 原生性”)。

同样, 所谓“乡神” 亦更多的是在移居地被赋予原乡认同象征的内涵的。就此意义而言, 它虽然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 却与近

年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地域崇拜” 现象不同。 

一般而言, 国际人类学界对于中国社会中地域建构问题大体存在三种解决方案:以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的研究为

代表的功能主义市场模式、强调政治在其中之主导力量的行政空间理论与“地域崇拜” 研究。本文的关注点与第三类研究有相

似之处, 均注意宗教与象征领域。不过, “地域崇拜” 研究主要关心的是“庙宇是如何成为社区的象征性体现” 的, 而会馆

崇祀现象显然无法归类于一个具有明确的地域边界的“社区” , 而是对一个具有共同地域认同的族群的界定。地域崇拜仪式的

一个重要内容是神祇被周期性地抬着巡境, 以确定其边界所在。但在一个“五方杂处” 的移民社会中, 尤其在城市里, 移民并

不按照其原籍聚居, 巡境仪式显然是不适合的。乡神崇拜并无明确的地理边界, 且未必获得居住在同一土地上的人们的共同认

可。这一点, 看前边所讲的四川一些边地居民对于是否应崇祀川主尚有疑义的现象即可知晓。地域崇拜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通过

向“根庙” 进香的活动将不同地区联系起来, 在会馆崇祀中亦是缺乏的。② 乡神崇拜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对具体“地方” 的

关怀, 而在于对其信众之族群身份的定义———它面对的是新家乡而不是移民记忆中的故土。 

刘宸枫在批评德阳陕西会馆不祀张载时提出了“祀神将以报本, 抑将以祈福与” 的问题,并自答曰:“祈福则非所祀而祀之, 

名曰淫祀。淫祀无福。釐而正之, 宜亟已。” ③ 他看出了民众以“祈福” 为主的崇祀目的有可能造成“非所祀而祀之” 的

状况, 颇为不满。要求急祀乡贤张载, 正是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但实际上, 中国大多数民众关心的恰是神祇能够提供多

少福惠, 而不是其地域所属。周作人曾云, 民初时钱玄同在北京的黄包车夫曾是义和团运动的参加者, “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

的天主教徒了” 。这位车夫自述“改宗” 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菩萨灵, 我们的菩萨不灵嘛。” ④ “灵” 与“不灵” 才

是“菩萨” 能否得到信众的根本原因, 是“我们的菩萨” 还是“他们的菩萨” 并不重要, 而判断灵验与否的标志实际上又是

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权力大小, 这也正是获得官方认可的神灵更易为人们所遵从的主要原因。地域既然并非决定信仰的根本因

素, “乡神” 的“能指” 与“所指” 就都可随着信仰者心态认同的改变而改变。人们既可在会馆中纳入新神祇, 也可赋予旧

的神祇以新的意义。 

另一方面, 儒家思想中由家、国到天下的思路也深深影响读书人对会馆崇祀的看法。对他们来说, 由一身扩而至于家、国、

天下, 或由天下退而至于一身, 均是顺理成章。正如邓柳泉和谭言蔼坦然承认的, 会馆所祀, 未必即是一乡所产之神(贤), 但

反过来, 这并不妨碍他受到某乡之人的特别崇敬。通过“崇德报功” 的概念, 乡神(贤)得以兼具向乡土收缩与向天下开放的两

面性。传统读书人的族群认同与更为超越性的观念之间并无受民族国家观念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如郭沫若那样强烈的紧张感。

罗威廉曾发现, 会馆“介于狭隘的乡土观念与世界观念之间” , 显然并非汉口地区会馆的特色。⑤ 

这又牵涉到如何在社会史的框架内纳入思想史研究取向的问题。一般认为, 社会史是关注下层生活的, 而思想史则主要关

怀精英和经典。然而, “思想” 是活生生而变动不居的, 常常通过其传播对整个社会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不是外在于社

会的异质因素, 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学界目前对于传统中国祠神信仰的研究似有过于注重“祀典” 的倾向, 重点在通过祠祀现

                                                        
① Edw ard Shils , Primo 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l Ties ," in Selected Essay s by Ed ward S hils ,Chicag 

o :Center fo r So cial Org aniza tion Studies , Depa rtment of So ciolog y , Univer sity of Chicago , 1970,pp .39-40. 

② 本段有关“ 地域建构” 的理论探讨参考了王铭铭:《明清时期的区位、行政与地域崇拜——— 来自闽南的个案研究》, 《走

在乡土上——— 历史人类学札记》,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 89 — 93 页。 

③ 刘宸枫:《陕西会馆祀田记》, 光绪《德阳县志续编》卷 3 《建置志· 祠庙》, 第 15 页 b— 16 页 a 。 

④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 180 — 181 页。 

⑤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 1889)》, 第 328 页。 



 

象研究所谓“国家” 与“社会” 的关系, 尤其是民间信仰的“国家化” 与“儒家化”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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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但事实上, 中国本有超越

于“国家” 之上的“天下” 观念, 后者才是衡量一种信仰合“道” 与否的最终依据。比如, 天后早在南宋就进入了官方正祀。

但是, 陈汝亨在文章中仍不忘强调天后并非独佑闽人, 而“福佑天下” 的, 显然并不因为天后获得了正统的地位而对她在其他

地域性群体的吸引力充满信心。其他会馆的崇祀对象也均已获得官方的认可, 然而面对其他群体, 其超越性却均需多次被强调, 

均暗示了“国家” 力量在这一问题上的有限性。 

民间信仰的多元性和模糊性本来就有利于多维度的诠释, 从而具有极强的伸缩空间。比如,“乡神” 这个概念就可以做多

方面的解释, 或是出自本乡, 或是曾仕宦本乡, 或是有功于本乡,甚至本乡只是其受惠者之一。加上有关众神的传说纷纭, 横说

纵说, 总能使一个神祇与不同地区的人们都能发生关联。换言之, 如果把“乡神” 崇拜视作移民地域认同象征的话, 它显然是

既可被“建构” 起来, 又可被一套新的叙述所“解构” 与“重构” 的。 

过去的研究之所以更多地注意了会馆维持移民原乡观念对于族群融合及形成新的地域认同不利的一面, 大概出于两个原因:

一是将移民的族群区分简单地与他们的原乡观念等同起来,二是将移民的原乡认同与他们新的家乡认同对立起来。实际上, 对于

第三代以下的移民后裔来说, 原乡的意义更多地体现为在一个新家乡中对自己族群性身份的建构, 其_______重心已转向移居

地。只是由于这种认同在多数情形下还只是处在潜意识之中, 且是以族群区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故可以和在显意识层面上仍然

维持着的原乡身份并行不悖。其实, 即使到了20 世纪, 不少移民后代依然保留着其原乡印记和移民身份, 但这显然并不妨碍他

们成为一个彻底的“四川人” 。在这个意义上讲, 地域认同的改变绝非一个非此即彼的单向性转变过程, 而是充满着内心的徘

徊与纠葛。 

(责任编辑:徐思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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